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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
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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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1.马克思主义学院;2.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为抗战救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真诚地希望加强与国民党的长期密切合作。

从1935年8月至1939年初,中共针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组织形式,依据情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其诉求,先后主

动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混合委员会”“民族革命联盟”“民族统一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关系

委员会”及跨党合作的意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要中共“归服”或“融化”的苛求,让退守“组织独立性”合作底

线的中共无法接受,这迫使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次改变,最终维持于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

合作组织形式,这也是战时国共两党合作过程纷争频繁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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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惨痛国难,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以及中国各阶级

阶层期待废止内战,国共重新携手合作抗日的迫切要求,促使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

的中共,主动释放善意,放弃反蒋的主张,提出并践行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共为保障抗战救国的胜利,真诚的希望与国民党加强长期的密切合作,就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提
出了诸多建议版本,以供国民党和蒋介石抉择,但皆因不符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收服”[1]15之意而流

产。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探讨,学界多将其置于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转

变的话语下给予关注①。对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专门研究,仅见有习五一、李永

进两篇论述②。习、李两文虽将国共两党关于合作组织形式的谈判、论争详尽呈现,然论述的视角

看似立足国共双方立场,实则多倾向于国民党为主导,中共被动应对调整的表述模式。然不能忽视

的史实是,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探求,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主动者,国民党和蒋介石虽有“一个大

党”及“两党合并”的一时主动建议,但依然不能改变其顽守“必须根绝尽净”[1]21中共的意愿,或是敷

衍,或被动式应对。有鉴于此,本文则拟从中共的视角,重新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

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希冀反映与探知客观的历史面貌,从而认识多层面有事商讨国共第二次

合作组织形式确立的渊源,以及战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过程中纷争不断的根源。

①

②

涉及此方面的研究甚多,如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潘洵《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

地位与现实价值》,《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

习五一:《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李永进:《合并抑或合作:抗战初期国

共合作关于合作形式的话语论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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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共接触谈判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设想及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数年血的苦痛,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空前的亡国灭种危机的临近,使全国民

众更加痛切的觉得“欲救国非抗日不可,而欲抗日,非联合各党各派,动员全民一致奋斗不可”,中国

最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当然就是共产党”,所谓各党合作,“其主要的也就是希望国共能有第

二次合作”[2]131。并且,这种希望日益成为“时代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认为中国两大当

权有实力的政党,重新携手合作,不仅是民族危机中实现共同抗日救国的最有效方案,而且是“打开

目前沉闷空气时局急转直下的重要关键”[2]122。

1935年6月20日,身处上海的潘汉年在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明确提出“中国的情况

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党和苏维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及运用问题[3]217-218,以便

回应时局的需求。同年7月至8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在谈到中国问题

时指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以及南京政府实行无耻的卖国,中国伟大民族的生

存,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由此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
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4]474。随

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935年8月1日,以中

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公开发表。真诚呼吁:“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无
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

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
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而奋斗。”[3]265在宣言中,中共鲜明地提出了实现抗日救国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即建立全中国

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的宣言中,再次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

主张,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

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

政府。并建议各方“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5]34。随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

的决议中,正式提出,“建立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的与最高的组织形式,就是国防政

府与抗日联军”。并认为,从阶级层面而言,“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

各阶级联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为此,中共中央号召全体

共产党员“应该不放松一切机会”,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6]73、84。自此后,中共开始实现

从倡议到付诸实施的转变,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组织形式就成为中共努力的目标。
中共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可以明确地看出,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是以反蒋为主旨,涵括所有抗日党派、组织和个人的一个政治和军事集合体。就“国防政府和抗日

联军”而言,显然并非是关涉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设想,排除蒋介石于抗日救亡合作组织之外,实属

蒋长期迫害中共的必然结果。但其意义在于,对于抗日救亡合作组织形式的呈现,中共并未固守不

变,“党对于一切组织工作,是看重其内容,形式是次要的,但至于形式有碍内容、限制内容和残害内

容发展时,是要坚决的拒绝采用,反日讨蒋的统一战线形式,也是如此”[3]435,抗日救亡才是中共核

心的追求。正是由此而始,基于统一战线“用什么形式都可以的”组织原则,中共因应事实发展需

求,在此后不管是逼蒋抗日时的民族统一战线,还是联蒋抗日时的民族统一战线,适时灵活调整其

合作抗日救亡的组织形式,以便最大程度的集聚抗日力量,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与中共积极倡议构建抗日救亡合作组织相对应的是,在此期间,国民党的态度和反应却颇为冷

漠。时人曾言,相对于中共的抗日诚意,“不管过去和现在任何旧仇宿怨,愿与一切中国的政党及部

队,亲密携手,作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救国事业”[2]110,国民党却始终积极于所谓“剿共”大业,对中共

“抗日联合战线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2]131。蒋介石坚定地认为,“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



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并且“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国家的绝续兴

亡,“在目前完全系于剿匪”[7]卷11,p68。然而,日本侵华日盛的态势,国内抗日救亡的呼声,迫使蒋介石认

识到“政府如欲彻底消灭共党红军,亦为不能”,并在确信中共“残余部队共计不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

实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转而决定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并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

务”[7]卷9,p63-64、68-69。于是,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国共两党开启了多渠道的秘密接触、接洽和谈判。
在一年间的国共两党接触谈判期间,中共就合作组织的形式的问题,自1936年1月正式初步

接触起,就明确的告知国民党及蒋介石,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才是中共的意愿[8]105。对于此时

的中共而言,最中心的任务是依照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十二月的决

议,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而实现反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最广大最具体的组织形式,就是组织

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5]93、126。为此,在1936年3月间的国共合

作商谈中,毛泽东明确要求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国共双方联合抗日谈判的五项基本

条件之一[6]90,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然而,国民党方面却认为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革命

军就是抗日联军,只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加入抗日份子,肃清汉奸,改组为国防政府[9]2-3。完

全不同意中共关于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

1936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周小舟第三次来到南京,与曾养甫举行正式谈判。
在提出的针对国民党四项条件的对案中,关于合作组织形式问题,对案第三条称:共产党提议在最

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
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周并对曾言: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可以考虑,但必须

由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各军代表组织战时民意机关,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这才说是可以考虑,
也才能承认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9]4。对案内容实际上突破了中共此前所坚持的以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的原则规定,意味着中共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外

在形式。随后,经过几天的具体沟通,双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就组织形式,双方

各有让步,内称:共产党方面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国民党方面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共

产党方面须承认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双方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

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据此,谌小岑起草了一个正式的协定条款草案,却悄悄地

在正式条款中放弃了《谈话记录草案》中对中共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承诺[2]824。此项主张,后因

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首肯,及蒋介石的无暇顾及(处理两广事变)而被搁置。

1936年8月10日,在由莫斯科返回延安的潘汉年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

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经不合事

宜[10]上卷,p567。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在坚持组织全国性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

联军的状况下,表示愿意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

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并认为其是“救亡图

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6]115-116。文电内容中,中共在正式放弃以前的“抗日反蒋”的方针后,愿意在

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下,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抗日,恢复到大革命时期的党内

合作组织形式。由此,1936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正式表述中共方面谈判条件的文件———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并征求中共中央各方面负责人同意通过[6]138-140[5]287-289。关于国共合

作组织的形式,草案中主张:“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

关”,并在双方“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

之独立性”[11]448。然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以“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问题”[2]831为由,拒绝了

中共关于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巨大让步。由于国民党方面可以给予“共党应与之出路”,但必“收容

之”的立场[1]8,促使国民党方面并不关注,或者说并不在意中共《协定草案》中对双方合作组织形式的

提议。于是,在此后的国共双方的多次商谈中,关于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问题未再被双方所提及。
上述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到两党“混合委员会”的设想与转



变,清晰地表明为抗日救亡大业,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并不拘泥于抗日合作的某

种组织形式,只要其能有助于抗敌御侮事业的发展,任何组织形式的改变都是可以接受的。而国民

党囿于偏执的“融共”立场,始终表现出对中共的敌视,故不愿,也不想以平等的合作地位来对待中

共,消极地应对中共关于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提议是为必然。而这恰能证明,对事关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中共是积极主动,有所为者,国民党是消极应付,少有作为者,
这是符合史实的。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提议与退让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在朝的国民党与在野的共产党,都共同感觉,日
本的不断压迫,非团结,无法挽救国族的危亡”[12]197。于是,由1935年底肇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

与商谈,便转入到公开的正式的两党谈判与磋商。
对于中共而言,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及“蒋介石的释放”,不仅是“全国

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新阶段的开始,也是“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

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

与变化”,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13]141[6]193。基于此

种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一方面,于1937年1月1日,迅即命

令“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等之进攻”,并指示各部队应“设法派代表见他们首长

表示友爱,并称已奉军委命令停止对他们任何攻击,请他们亦勿再有攻击行动”[13]145;另一方面,则
在1937年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四项保

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

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13]157。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为实现“抗
日救亡”目标忍辱负重的让步,并不意味着中共无原则地完全退让,鉴于十年间血的深刻教训,坚持

“独立自主”成为中共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原则,“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中,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

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的组织中

去”[13]146。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实质,是“国共及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协定,而同时保存一切参

加党派和组织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国共在反日共同斗争的合作,“不应当有一个党压

迫另一个党,或者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投降的事实”[5]636。此项原则不仅决定了中共于西安事变至

1937年9月23日间,在国共两党合作组织方式磋商中的取舍,而且也成为1937年9月后中共继续

探寻国共合作组织形式中坚守的政治底线。
在此政治指导原则下,中共为尽可能地实现国共间的密切合作,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共合

作组织形式的建议,以求尽快促使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2月24日,周恩来针对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所提出的

解决共党问题“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明确提出:中共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

无谈判余地;中共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如果国民党改组成民族

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要保持独立性[14]129。对于中共将国民党改组为两

党的革命联盟的提议,国民党方面不置可否。
而此时,对日问题的严重性日渐凸显,国民党出于“救亡图存”,需“合全国之力,以从事于守土

御寇”,除此“实无他道”的考虑[15]254,决定以“编共而不容共”[16]15为原则,与中共开展有关两党合作

形式的商谈。1937年3月26日,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讨论“共产党问题之根本办法”时,突然提出要

中共“改变组织与政策”,认定他“领袖之地位”[1]36,并要求由中共先行拟订一个共同纲领,随后国共

双方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13]180-181。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组织形式态度的突然关注,并非真心实

现与中共的平等合作,只是希冀通过羁縻政治的解决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正如其在日记中所载,
“召见周恩来,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所感”[1]38,从内部组织上进行改正。



即便如此,为抗日救亡大业计,1937年4月初,中共中央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商定:起
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征求蒋的同意,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

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并决定由周恩来拟定关于合作

和纲领问题的方案[17]440。4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

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周恩来认为: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

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一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

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

袖。对于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基本原则,周恩来要求必须坚持三个方面,第一是组织的独立

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
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周恩来建议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组织原则是“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

自由退盟”[17]441-442。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民族统一联盟。并由周恩来

具体负责起草《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

1937年6月8日,抵达庐山的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正式洽谈。针对周恩来所提交的民族统一

纲领及成立民族统一联盟组织的提议,蒋介石却意兴阑珊,反而要求“共党减低目标,注重实际”,不
必力争目前所不能实现之要求[1]67。并认为中共所提联盟组织规约,只是一个松散的民族统一战线

组织,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

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6]225-226。蒋介石的提议,显然是借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从
组织上将中共吸收溶化,显然是其所一贯所秉持“编共而不容共”原则的再现。

尽管如此,1937年6月间,中共中央依据蒋介石所提意见,考虑到抗战形势日益严重,决定作

出必要的退让: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

合作之政治基础;关于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中共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

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并承认其根据纲领有最后的决定之权。至于组织原则,则由中

共拟出草案与蒋商定;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中共不加反对(并不使

之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但认为目前应着重保持中共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应运

用同盟会使之成为在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5]517。
这一新的国共合作组织构想,显然与早先中共所提民族统一联盟有着明显的不同。民族统一

联盟是包容全国同意御侮救亡的一切党派及民众团体的国共合作组织,而国民革命同盟会仅只是

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组织。类同之处是,中共依然坚持和强调国民革命同盟不得“干涉两党之内部

事务”,在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状况下,坚守中共自身“组织之独立性”。“国民革命同盟”
的设定,可以看出中共不但有意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成为事实,而且希望真正改善国共两党之间

的合作组织关系,使之更加紧密。

1937年7月14日,重赴庐山的周恩来,虽将新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方案递交国民党方面,
蒋介石也“承允讨论”,但由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华北炮火正浓”,国共之间更应迅速解决最急者,
“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14]135。尤其是红军改编问题是此时国共谈判磋商、交涉的最

大争论点,故关于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未能得以进行进一步具体地磋商和讨论。
一如上文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设想与退让,依然是积极而主动

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却秉持“编共而不容共”的一贯原则,以现时“日本侵略日亟”,中共乃“乘机向

政府伪装输诚,接受收编,以求喘息与发展之机会”[16]13为理由,在对待与中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

上,看似主动有为,实则推诿应付。这就决定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努力往往无果而终。

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主张与改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鉴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立足于“扩大与巩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但“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18]551。而坚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必须是实现国共两党的紧密合作,但实际状况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没有达

到完全满意的地步”[19]64。故自1937年9月至1939年1月间,中共就如何加强同国民党组织上的

亲密合作,因应时势发展,及主动配合国民党的要求,提出多种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主张,希望

探寻出国共两党最适宜的合作组织形式。
前文已提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一直是中共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形式遵循的政治原

则。1937年12月,张闻天在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就再次重申了洛川会议的原则和

方针,即“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20]528。然而,由王明传达,来自共产国际

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指示,及与国民党“建
立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的质疑[21]52、60,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

助,互相发展”的方针开展工作,即最大限度的配合国民党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提议,改变以前对

国民党关系上的一些不妥协的作法,以便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实现更加亲密的合作组织关系[10]中卷,p46。
与此同时,期待苏联出兵帮助中国的蒋介石,从斯大林复电中获知“俄态度已明”,苏俄出兵已

“再无所待”。蒋介石虽对“苏俄出兵已绝望”,但从斯大林的覆电中,也知悉“抗战期间俄必不使共

党反叛”[1]141。基于此,蒋介石认为,对待共产党“以全局设计,因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

相宜”,并决定“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进而“控制共党”,不使其“捣乱”[1]142、143。1937年12月18
日,王明、周恩来等应蒋介石之邀赶赴武汉商谈合作事宜。12月20日晚,蒋介石针对周恩来所提

主张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等,告知两党关系问题可与陈立夫等“共商一切”。
依据蒋的意见,周恩来等旋即与陈立夫就调整两党关系和制定共同纲领展开协商,双方就成立国共

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决定不日即“开始商谈合作各事”[19]61-62。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就国共合作组织形式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并非基于

国共两党平等的合作,实为“使共党归服”主旨下的利用。正如蒋介石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所写,
“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1]147。也正是如此,才决定了在此后

有关国共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上,国民党和蒋介石态度上的突变:或主动,一个大党、三民主义青年团

的提议;或退却,拒绝中共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

1937年12月25日,为表明中共愿“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的诚意,王
明在由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明确宣称:中共中央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有更加精诚团

结必要的认识,而且拥有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呼吁国民党“在目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为保障

继续持久抗战,争取最后抗战胜利,与共产党“亲密携手,共同奋斗”[19]81-82。12月26日,国共两党

正式成立“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两党委员会,国民党方面成员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
泽,中共方面成员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会议推定由周恩来、刘健群共同起草共同纲

领[22]121。12月30日,两党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共方面将由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

草案提交会议讨论,但国民党方面却“将讨论中心移到请求我(中共)方帮助达到使某国(苏联)出兵

问题”,而对国共合作组织最为重要的“纲领问题移到下次讨论”[22]132。
上述史实表明,中共为在组织上实现国共两党之间巩固的合作,作出了最大的原则性让步,希望

真正实现两党亲密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但是,这却并非国民党方面的意愿,“对共党主张消化”,而“不
可排斥”才是其主导思想[23]5。两党委员会的成立,虽然在解决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上“有了

进步”,首次达成国共一致,并成功组建和运行,但此后未再有任何更进一步的具体发展。在1938年1
月23日举行两党委员会会议后,因国民党的消极应付而无法再予坚持,最后逐渐虚化、消失。

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这些问题,国民党方面并无意于尽力推动,其所着重

者则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并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的
主张,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地进攻”,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使共产党成为

国民党中的一个派别”,甚至“将其取消”[19]106。1938年2月初,国民党方面的《武汉日报》《扫荡报》
和《民意》《血路》等报刊,就此展开了一党专政的舆论宣传,并公开指责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



宁边区是妨碍并破坏统一的三种因素[22]8。
针对国民党掀起一党专政的舆论宣传和指责,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38年2月6日召开会议,

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国民党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来解

决巩固两党合作关系的问题[24]376。此项提议实际上重又回归到1937年2月份中共中央所拟定的

谈判方针: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但仍保持

其独立组织。随后,《新华日报》又刊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放弃共产党独立的组织原则,决
不放弃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25]。

考虑到“共党不愿合并”的决然态度,蒋介石认为“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变迁”,对共产党“宜宽

缓”,力主“感召而不主排斥”,然“主国共合并”决不可改[23]13、17。源于此种考量,1938年2月10日,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了希望各党派“溶为一体”的设想。对于此点,周恩来明确告知蒋介石反对两党

合并,而是主张由蒋介石提出一个共同纲领,促使两党联合。随即,国民党方面主动提出一项新的

建议,在两党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共同加入[22]156[26]402-403。为回应国民党方面的

提议,中共于2月27日议决,主张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

式的民族革命联盟。3月24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
设想,以此来协调两党合作的关系[22]188。

很显然,中共此时所主张的保持组织独立性的民族革命联盟,与蒋介石强调的“溶成一体”的组

织形式,相距甚远,并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同。1938年4月初,蒋介石便提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

新方案,希望“国共溶合,一致抗战”,并数次催促周恩来与陈立夫、陈果夫共同商议组织三民主义青

年团的办法。为“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

意”,中共决定对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形式提议“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但立足“不宜无

条件赞助”的立场。据此,中共就三民主义青年团向国民党具体提议:允许团体会员,同时还允许保

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22]232-233。这与蒋介石三青团的目的“以青年团使各党及非党的人在其领导

下,溶化各党派”[22]241,完全是南辕北辙,显然中共的主张引不起国民党的兴趣和回应。而蒋介石所

力主者则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在本团内有任何小组织[27]。依据此种

情况,中共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时采取静观的态度。

1938年6月后,在蒋介石“共党又起枭涨,实不可放纵”[23]51的态度下,国共之间的摩擦愈渐增

多。为“减免国共两党间的磨擦,改善和加强两党合作的关系,达到两党长期合作的目的”,中共依

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10月4日,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亲密两党关系”的最好组织形式:第一

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种,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

作的事宜[19]168。对此,意在“溶共”的蒋介石就中共保持自身独立性“跨党”合并的主张,在10月14
日约见周恩来的谈话中推诿道:关于共产党公开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问题,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

会讨论。并认为“青年团章程可改变”,共产党亦“可加入”,但先“须讨论一下”,要周恩来“先见青年团

诸人谈谈”[22]291。事实上采取拖延的办法。此后不久,武汉失守,中共加入三青团一事未再被提及。
未几,随着武汉失守后战事的紧张,国民党中央主张“接受共产党所提意见,以加强团结”[28]415。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对此前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建议答复称:跨党不赞成,中共

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对于蒋化两党为一党的提议,周恩来当即表示:“加入国民党,
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26]427。12月12日,蒋介石对周恩来等主张的“如跨党办法作

不到”,则采取其他合作方式,明确答复称“其他方式均无用”。并声称“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

意义”[29]793,所谓根本问题的解决,其实就是合并国共两党共组一个组织。
对于中共而言,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共同抗日为一事,而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且为根本的政

治独立原则所不许。纵是如此,中共依然相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和可能”,且“巩固与扩

大国共两党长期之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1939年1月25日致电蒋介石,恳切希望国民

党,将“敝党六中全会已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及敝党所能让步之点”,加以“慎重考虑”,而“得到



有利两党长期合作之恰当的结论”,以“固抗战建国胜利之基”[30]32-33。面对来自中共的善意,顽守

“融化共党”政策的蒋介石,随即于1939年1月29日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声明:“绝不愿见领导革命

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

志不坚,致生顿挫”[31]547,明确拒绝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跨党合作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主张。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及积极推动,前文已反复论及。中共为

实现国共间巩固和亲密的抗日合作关系,刻意甚至是主动妥协退让,来配合国民党在两党合作组织

形式上的要求,以便找寻行之有效的两党长期合作组织形式。而国民党在力主“归服”“融化”中共

的前提下,虽有借助中共力量以利抗战的需求,也曾主动提出一个大党的提议,然终归是以融化中

共为目的,合作的组织形式只是其“溶共”的手段而已,与中共所实现长期两党亲密合作的组织诉求

迥然相异。事实表明,国共第二次合作组织“不拘形式、有事商讨”形式的构建,恰是来源于此。也

正是蒋介石“取消共党之组织”的执念,以及“共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32]11、78,妨碍抗战的

怀疑,直接促使了此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过程的纷争频仍,以致于两党最终走向对抗,并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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